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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调查系统数据显示，2013 年我国产能利用率仅为 78.6%①，19 个制造业行业产能利用率
低于 79%，7 个行业产能利用率还在 70%以下②，并且过剩多集中于钢铁、水泥和电解铝
等原材料工业。上述行业产品正是基础设施投资所需要的原材料，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加











我国公路总里程为 457.73 万公里，居世界第一。2016 年 9 月，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数
突破 2 万公里，占世界的比例超过 60%。① 虽然中国基础设施总量建设成绩斐然，但是人
均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例如，2014 年美国人均铁路公里数是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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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征，本文在生产函数中加入了基建的规模效应 θ； 和 为生产函数中的份额参数。 
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   , ,1t y t t t t pk t p tY w L r K        （2） 
其中，πt 为生产厂商的利润，τy 为政府向企业征税的税率，wt 为劳动力的工资，rt 为
资本的利息，δpk,t为私人资本的折旧率，资本总成本 Rt为利息 rt与折旧率 δpk,t之和。① 
参考 Chatterjee 和 Morshed（2011）的研究，本文设定私人资本折旧率 δpk,t与其产能利
用率 ut相关，具体形式为： 
  , , 1tpk t t uu

    （3） 
其中，η 为私人资本产能利用率对折旧率影响的弹性系数，当产能利用率不变时，η














  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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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γ 为贴现因子，ω 衡量基础设施相对于消费的权重，ρ 为消费与基础设施之间的
替代弹性，χ 为闲暇的重要程度。 
私人资本的动态累积方程为： 
  , 1 , , ,[1 ]p t pk t pk t t p tK I u K     （8） 
其中，Ipk,t为私人投资。 
代表性家庭的预算约束如式（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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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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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便起见，暂时不考虑政府的其他支出，假设基础设施投资占政府收入比例为 vI，
政府转移支付占政府收入比例为 vT，并满足 vI+vT=1，结合式（14）可得： 
 ,I t I y tG v Y  （15） 
 t T y tT v Y  （16） 
在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会出现一定的效率损失，参照固定资产投资与资本形成之差
的设置方式，本文在基础设施投资方程中引入投资效率，如式（17）所示： 
 , ,g t I tI G  （17） 
其中，φ 为基础设施投资效率。 
综合式（15）和（17）可得，实际基础设施投资占政府收入的比例 κI 为： 




性系数 η 设定为 κI 的函数，即 ηt（κI），并使得：η'（κI）>0，η''（κI）<0。① 
与私人资本类似，基础设施资本的动态累积方程为： 










                                                        
① 本文证明了在基础设施存量与投资效率变化时，基础设施存量 KI=φvIτY/δ g 与实际基础设施投资占政
府收入比例 κI 始终是同方向变化的，为了简化起见，设定为 η 为 κI 的函数，而不是 KI 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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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14 年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下标 i 代表省份（i=1, 2,…, 30），t 代表年份（t =2003, 
2004…, 2014），对式（1）两边取对数可得： 
  , ,ln ln ln ln ln 1 lnit it p it it g it it itY A K u K L               （21） 
为与金戈（2016）的估计结果作比较，本文将上式改写为人均形式： 







受约束最小二乘法估计，式（22）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 
















（8.14） 是 0.997 













GDP 的比重，其中胡李鹏等（2016）计算得到 2014 年基础设施投资占 GDP 的比重约为
0.1，在此基础上，本文估算得到 2014 年基础设施投资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为 0.67，但
是以上研究的基建统计口径存在一定差异。鉴于数据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本文采用 2017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础设施投资统计数据 14 万亿作为基础设施投资额，结合我国当年
















基础设施与私人资本比）作比较，② 以验证模型的解释力，具体结果见表 2： 
表 2  理论模型模拟值与实际值的比较 
 产能利用率 资本产出比 基础设施私人资本比 
模拟值 79% 4.181 0.332 
实际值（2017） 77% 3.989 0.313 



















    
 （23） 
式（23）表明，在直接渠道中基础设施投资不影响产能利用率变化，基于该假定，根
据理论模型就可以模拟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效应，如图 1 所示。 
                                                        
① 2017 年基础设施投资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网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 




















设施投资对资本边际产出的影响，如表 3 所示： 
表 3  基础设施投资变化对资本边际产出的影响 
基础设施投资占比 vI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私人资本边际产出 0.166 0.166 0.166 0.166 0.166 0.166 0.166 0.166 






















































































































并迅速扩大，图 9 显示，曲面呈现向右上方倾斜的特征。 
基础设施网络效应在经济增长中作用发挥的另一机制是加速资本深化。在图 10 中，
本文对比了不同规模效应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时的资本深化水平，以进一步验证规模效应
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关系。由图 10 可得，当基础设施规模效应由 0.3 到 0.9 逐渐增强时，
出现了更快速度和更高水平的资本深化，因而获得了更多的经济产出。 
图 8  基础设施占比上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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